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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视察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食品饮料业和农林牧渔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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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党政领导人视察食品企业能否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食品饮料业和农林牧渔业的
７６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责任、慈善责任、经济责任及综合社会责任四个方面，中央领导人视察
对食品安全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影响不显著；部级领导人视察

对食品安全责任和慈善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经济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省市领导人视察

对经济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食品安全责任、慈善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

反映了目前中央政府、部级机构与地方政府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上的目标不一致，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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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公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断摧毁消费者的信心和政府

的食品安全监管公信力。我国于２００９年实施了《食

品安全法》，２０１０年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在２０１３年３月召开的“两会”上，食品安全成为焦

点问题，随后国务院出台了食品安全治理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整合了以前分散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２０１３年 ５

月，我国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可见，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主要依赖

于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重组监管机构、创新监管机

制等强制性正式制度安排，而从伦理道德建设、社会

责任培育等诱致性非正式制度途径探索改革的力度

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国家领导人、部级领导

人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深入企业视察的惯例，这种视

察行为能否提升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类

型的党政领导人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甚至冲突，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实效，

需要从哪些方面完善党政领导人视察食品企业的制

度？本研究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实证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关于领导人视察及其影响力的研究

我国古代的巡视制度是现代巡视制度和党政领

导人视察制度的雏形，它发端于西周，发展于汉唐，

强化于明清。古代巡视的形式包括帝王出巡、大臣

巡视、地方官员视察等，其任务是通过明察暗访的方

式考核官吏、审复案牍、考察民情和举荐人才等［１］。

建国前，党建立了旨在督导革命工作和抗战工作的

巡视制度，大革命时期党通过了《增加中央特派巡

行指导员的决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了各级

党组织巡视指导制度和巡视条例，抗战时期建立了

巡回教育制度和巡视团制度。新时期，党的巡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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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旨在加强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十六大将巡视制

度确立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要求中央和各

省（区、市）组建巡视机构，全面开展巡视工作；十七

大将巡视制度正式写进党章。２００９年７月，中央颁
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出台了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系列文件，巡

视工作从此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

道［２］。２０１３年５月以来，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一些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展开以“贪腐”、“作

风”、“政治纪律”、“用人”为四大“着力点”的巡视

工作。

学术界侧重于研究企业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

响。谢晓非等发现企业领导的个人风格、权力规范

和互动关系对员工的影响程度由强至弱［３］。Ｔｏｄｏｒ

ｏｖｉｃ的调研表明，魅力型企业领导能够激发员工的
积极性，而权谋型企业领导对员工的积极性会产生

消极影响［４］。Ｙｕｋｏｎｇｄｉ发现，泰国员工对咨询型、
参与型、家长型和专制型企业领导的偏好程度由高

到低［５］。Ｉｓｈｉｋａｗａ对日本研发类企业的调研表明，
变革型和控制型企业领导均能促进研发团队加强内

外部信息沟通，变革型领导会弱化团队的规范性共

识，培育兼容并蓄各种新思想的团队文化，而控制型

领导则会阻碍成员偏离团队规范的行为，无助于创

新思想的产生［６］。Ｐｅｔｅｒ等的研究表明，民族文化通
过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影响企业领导的行为，魅力价

值型领导在所有文化背景下均是有效的，而参与型

领导影响力的有效性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７］。Ａｎ
ｋｉｔａ发现企业领导的风格与其年龄、教育、工作经验

和家庭背景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无关［８］。

少数文献研究了国家党政领导人的影响力类型

和特征。刘炳香认为党政领导人的影响力发挥作用

的社会心理基础源自下属对特定组织的归属、对杰

出人物的崇拜、对行为表率的模仿和对权威的遵

从［９］。党政领导人的影响力分为权力影响力和非

权力影响力，前者由社会赋予领导人的职务、权力和

地位产生，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时效性；后者以领

导人的品德、才能和学识为基础形成，具有非强制性

和长效性。权力影响力与领导人的职位高低和权力

大小密切相关，在领导人的行动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非权力影响力是领导人的基础要素［１０］。

（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

任的影响因素。Ｓｅｎ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发

现，消费者、供应商、政府、非营利组织、社区等外部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影响［１１］。Ｍ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基于供求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

投入，发现企业规模、多元化水平、研发支出、消费者

收入、劳动力市场、产业生命周期等是影响企业社会

责任的主要因素［１２］。Ｌｉ等基于经济地理理论比较
分析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跨国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发现均源自国家、行业和企业三

个层面［１３］。周中胜等根据规制理论，发现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程度、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场的

发育程度，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层级和市场化进程对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１４］。

日益丰富的文献从驱动因素、中介变量的作用

关系方面研究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宏微观因素。

一些学者发现文化、经济、政治等宏观因素对企业社

会责任具有间接驱动作用。Ｗａｌｄｍａ发现国家文化

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后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的履行［１５］。ＷｅｎｊｉｎｇＬｉ等发现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
和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承受的政治干预程度，政治

干预程度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影响着我国的企

业社会责任水平［１６］。另一些学者发现企业的文化、

领导价值观、政治关联等微观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

具有间接驱动作用。李建升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

企业文化驱动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１７］；姜志华认为

高管价值观以企业文化为中介变量影响企业社会责

任水平［１８］；企业领导类型影响员工的伦理认知，后

者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１９］；企业核心价值观影

响企业伦理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影响到企

业财务绩效［２０］。薛爽等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

显著影响其捐赠行为，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社会责

任的履行程度越高［２１］。高勇强等发现企业家的政

治身份和行业身份对企业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具有

正向影响，但其党派身份对企业捐赠行为和捐赠水

平无显著影响［２２］。

少数文献结合食品产业特征探索了食品企业社

会责任的影响因素。Ｐｅａｒｃｅ认为，食品供给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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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根本原因［２３］。Ｓｉｂｂｅｌ发现公众食品安全知识

的增长、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食品科技的革新、

食源性疾病的频发等是影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主

要因素［２４］。姜启军等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食

品企业，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显著低于社会责任表

现低下的食品企业［２５］。刘文霞的调研表明，企业领

导对我国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导向作用，食

品企业的文化与其社会责任显著相关［２６］。

（三）文献述评与假设提出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领导人影响力的研究主

要涉及企业领导对员工的影响、党政领导人的影响

力类型和特征两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

的研究侧重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探索宏微观影响因素

及其驱动和中介作用机制，其中部分文献发现企业

领导类型、企业文化、政治关联是重要影响因素。然

而，目前鲜有文献研究我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惯例

的党政领导人视察企业的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可能

产生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影响因素的文献也局限于对企业领导的政治身份、

行业身份和党派身份等内部政治关联途径的探索，

缺乏对党政领导人视察企业这条外部政治关联途径

的研究。当前，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过度缺失是造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作为政府人格

化代表的党政领导人视察食品企业的行为是否有助

于提升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不同类型的党政

领导人（如不同党政级别）视察对食品企业社会责

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为提升我国的企

业社会责任水平，需要从哪些方面完善党政领导人

视察企业的制度？本研究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实证

探索。

如前所述，党政领导人的影响力包括权力影响

力和非权力影响力。由于非权力影响力无法观测且

难以量化，本研究仅研究权力影响力大小对所视察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一般而言，党政领导人

的职位高低与权力影响力大小正相关，即职位越高，

权力影响力越大。因此，本研究以党政领导人所属

的中央、部级、省市级三个党政级别量化权力影响力

的大小。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

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维

度［２７］。对食品企业而言，履行食品安全责任既须遵

守法律法规，又应遵循伦理道德，是履行法律责任和

伦理责任的综合体现。出于简化和量化的考虑，本

研究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归结为食品安全责任、慈

善责任和经济责任三个维度。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

观点，中央政府追求国家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当

前我国处于转型经济的情境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

府实施以 ＧＤＰ为核心的考评体系，核心指标包括

ＧＤＰ总量、ＦＤＩ投资额和税收上缴额等，对资源环

境、食品安全等社会责任的考评不足，这就会导致一

些地方政府片面重视经济责任而忽视其他社会责

任，偏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目标，并通

过地方政府间的政绩“锦标赛”而加剧。可见，现实

中的地方政府追求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具有地方

经济保护主义动机，与中央政府追求国家社会福利

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甚至背离。在食品企业社会责

任治理问题上，代表国家利益的中央领导人、代表食

品产业利益的部级领导人可能更注重食品安全责任

和慈善责任两个事关社会稳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非

经济责任维度，而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省市领导人

可能更强调体现短期政绩的经济责任维度。由此，

可以预期中央、部级和省市领导人视察对食品企业

社会责任三个维度及其综合社会责任水平产生影响

的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结合上述文献与述评，本

研究提出如下四个假设：

假设１：中央和部级领导人视察对食品安全责
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省市领导人视察对食品安全

责任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２：中央和部级领导人视察对慈善责任水
平产生正向影响，省市领导人视察对慈善责任水平

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３：省市领导人视察对经济责任水平的提
升程度高于中央和部级领导人视察对经济责任水平

的提升程度。

假设４：中央、部级和省市领导人视察对综合社

会责任水平产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经营食品、食用农产品的食品饮料

业和农林牧渔业的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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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条件筛选：一是剔除于２０１２年及以后上市的公

司；二是剔除农林牧渔业中未经营食用农产品的林

木产品公司；三是剔除未公开披露中央、部级和省市

领导人视察信息的公司；四是剔除未披露质量认证

情况等数据和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取得

７６家样本公司，其中食品饮料业５４家，农林牧渔业
２２家。

（二）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

目前我国较权威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数是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数

（２００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发布的“百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但前者迄今只发布了２００７年度指数，后者只涉及国
有、民营和外资百强企业指数，两者均无法为样本公

司提供最新和完整的社会责任评价数据。此外，多

数文献采用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等方法评价企

业社会责任，但这些评价方法的代表性不足、主观性

较强。因此，本研究采取如下方法量化样本公司的

社会责任水平。

食品安全责任水平：以２０１２年度食品质量事件
或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与否予以量化（Ｓａｆｅｔｙ＝１表示

未发生食品质量或安全事件，Ｓａｆｅｔｙ＝０表示发生了

食品质量或安全事件）。这些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包

括地沟油、塑化剂、速生鸡、蛆虫门、问题牛奶等，数

据收集自国家食品安全信息中心网站和国家食品质

量安全网站，并对这两家网站报道的事件进行核对

相符后予以确认。

慈善责任水平：以２０１２年度的捐赠利润率（Ｄｏ
ｎａｒ＝捐赠金额／利润总额）反映公司将部分利润用

于救灾济困、支持公益等慈善活动的程度。

经济责任水平：以 ２０１２年度的总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利润总额 ＋财务费用）／年末总资产）反映

公司对投资者、债权人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履行经

济责任的程度。选取该指标的原因是，利润总额包

含着公司向政府承担的所得税费用和归投资者所有

的留存收益；在计算利润总额之前扣除的财务费用

反映了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的债务成本支出，需要加

回利润总额。

综合社会责任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对食品安

全责任水平、慈善责任水平、经济责任水平生成的主

成分得分，乘以各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比重加权计

算综合社会责任得分（Ｃｓｐ）。这里运用主成分分析
的目的不是降维，而是在保留三个企业社会责任维

度的基础上进行计分，最终计算出综合社会责任水

平。

２．解释变量

设置三个解释变量：样本公司自上市到２０１２年
末分别受到中央领导人（Ｓｌｅａｄｅｒ）、部级领导人

（Ｍｌｅａｄｅｒ）、省市领导人（Ｐｌｅａｄｅｒ）视察的年均次数。

其中，中央领导人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

席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和副主席等；部级

领导人包括农业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工商管理

总局、环境保护总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质量

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级和副部级领导人；省、

市领导人包括省、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省、市长和副

省市长，以及相关厅局级职能部门的官员。数据逐

条统计自各样本公司官方网站的“公司新闻”、“领

导关怀”、“大事记”、“发展历程”等栏目披露的相关

信息。

３．控制变量与内生性问题

以样本公司 ２０１２年末拥有的下属企业家数

（Ｓｕｂｏｒｄ）控制食品供应链的广度和长度对企业社会
责任水平的影响；采用 ２０１２年度的营业成本率

（Ｃｏｓｔｒ＝营业成本／营业收入）控制食品生产成本的

投入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以２０１２年末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Ｓｉｚｅ）、２０１２年度的资产负债率

（Ｄａｒ）、上市年数（Ｈｉｓｔｏｒｙ）、企业性质（Ｓｔａｔｅ＝１表示
实际控制人为国有，Ｓｔａｔｅ＝０表示实际控制人为非

国有）分别控制公司规模、经营风险、公司历史、企

业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

此外，还需要控制食品安全责任水平、慈善责任

水平和经济责任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即在解释某

一责任水平（如食品安全责任水平）受到的影响时

需要控制其余两种责任水平（慈善责任水平和经济

责任水平）的影响。这是因为，食品企业履行食品

安全责任、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在实践中表现为向

消费者、受助者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分配利润的

三条途径，因此三者可能此起彼减、内生相关。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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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来看，Ｇｏｄｆｒｅｙ总结了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间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代表性文献，发现

多数结论为两者具有相互影响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

系［２８］。Ｊｏ等发现企业履行的慈善责任水平和经济

责任水平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后文的内

生性检验结果也支持食品安全责任水平、慈善责任

水平和经济责任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内生性［２９］。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选取的工

具变量为：以样本公司上市至２０１２年末取得的质量
认证数（Ｃｅｒｔｉｆｉ）作为食品安全责任水平（Ｓａｆｅｔｙ）的

工具变量，具体包括取得的 ＨＡＣＣＰ（危害分析和关

键控制点体系）、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 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和ＩＳＯ２２０００（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四类认证的项数，取值为 ０、１、２、３、４；以
２０１１年度的捐赠利润率（Ｄｏｎａｒｔ－１）作为２０１２年度

慈善责任水平（Ｄｏｎａｒ）的工具变量；以２０１２年的所
得税报酬率（Ｔａｘｒ＝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财务

费用））作为经济责任水平（Ｒｏａ）的工具变量。对这

三个工具变量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发现，Ｃｅｒｔｉｆｉ
与Ｓａｆｅｔｙ强相关（β＝０．６３４，Ｐ＝０．０７７），但与 Ｄｏｎａｒ

和 Ｒｏａ弱相关（β＝－０．０７６，Ｐ＝０．５１５；β＝
－０．０３６，Ｐ＝０．７５８）；Ｄｏｎａｒｔ－１与 Ｄｏｎａｒ强相关（β＝

０．５６７，Ｐ＝０．００１），但与 Ｓａｆｅｔｙ和 Ｒｏａ弱相关（β＝

０．０２０，Ｐ＝０．８６２；β＝０．０４０，Ｐ＝０．７３５）；Ｔａｘｒ与Ｒｏａ
强相关（β＝０．７４７，Ｐ＝０．０２７），但与 Ｓａｆｅｔｙ和 Ｄｏｎａｒ

弱相关（β＝０．０５０，Ｐ＝０．６６９；β＝－０．１４４，Ｐ＝

０．２１６）。该检验结果表明选择上述三个工具变量
是可行的。

计算以上变量所需的财务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数

据库，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０软件。
四、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从解释变量的均值来看，

中央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为０．５３３次，即约每两年

视察１次；部级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为０．７１５次，即

约每三年视察 ２次；省市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为
１．９９４次，即约每年视察２次。

（二）模型设置

１．检验假设１的回归模型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符号）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

变量

质量安全事件发生

与否（Ｓａｆｅｔｙ）
１ ０ ０．３４２ ０．４７８

总资产报酬率（Ｒｏａ） ０．３２１ －０．０４９０．０５７ ０．０６２
捐赠利润率（Ｄｏｎａｒ）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综合社会责任水平

（Ｃｓｐ）
０．１６ －０．０１０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解释变量

中央领导人年均视

察次数（Ｓｌｅａｄｅｒ）
４．５ ０ ０．５３３ ０．９３０

部级领导人年均视

察次数（Ｍｌｅａｄｅｒ）
５ ０ ０．７１５ １．１０２

省市领导人年均视

察次数（Ｐｌｅａｄｅｒ）
２１．５ ０ １．９９４ ３．４２６

控制变量

下属企业数（Ｓｕｂ
ｏｒｄ）

３２ １ ８．１３２ ７．５０２

企业性质（Ｓｔａｔｅ） １ ０ ０．３９５ ０．４９２
公司规模（Ｓｉｚｅ） １０．３３６ ８．２２８ ９．３９０ ０．３９７
上市年数（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 １ ８．６８４ ０．０５５
营业成本率（Ｃｏｓｔｒ） １．００９ ０．２５５ ０．７１４ ０．１７４
资产负债率（Ｄａｒ） ０．９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４０１ ０．２０９

工具变量

质量认证数（Ｃｅｒｔｉｆｉ） ４ １ ２．０９２ １．１４５
上 年 捐 赠 利 润 率

（Ｄｏｎａｒｔ－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所 得 税 报 酬 率

（Ｔａｘｒ）
０．６９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９７

　注：ＫＭＯａｎｄ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值为０．６４４，表明可以做主成
分分析；社会责任综合得分 Ｃｓｐ＝０．３９１ＰＣ１＋０．３６１ＰＣ２＋０．
２４９ＰＣ３，ＰＣ１、ＰＣ２、ＰＣ３为三个主成分，ＰＣ１＝－０．４１５Ｓａｆｅｔｙ＋
０．４８２Ｒｏａ＋０．７７１Ｄｏｎａｒ，ＰＣ２＝０．７３３Ｓａｆｅｔｙ＋０．６７９Ｒｏａ－０．
０３０Ｄｏｎａｒ，ＰＣ３＝０．５３８Ｓａｆｅｔｙ－０．５５３Ｒｏａ＋０．６３６Ｄｏｎａｒ。

本研究以２０１２年度食品质量或安全事件发生

与否（哑变量Ｓａｆｅｔｙ，未发生＝１，发生＝０）量化食品

安全责任水平，属于离散选择问题，因此采用二值

Ｌｏｇｉｔ模型检验中央、部级和省市领导人视察对食品

安全责任水平的影响（假设１）。

设Ｒ为样本公司未发生食品质量或安全事件

的概率，则１－Ｒ为发生食品质量或安全事件的概

率，Ｒ／（１－Ｒ）为保障食品安全责任的机会比率。Ｒ

的Ｌｏｇｉｔ分布函数为：

Ｒ＝ｅＺ／（１＋ｅＺ） （１）

则保障食品安全责任的机会比率为：

Ｒ／（１－Ｒ）＝（１＋ｅＺ）／（１＋ｅ－Ｚ）＝ｅＺ （２）

其中，ｅ为自然对数的底数，

Ｚ＝α０＋α１Ｓｌｅａｄｅｒ＋α２Ｍｌｅａｄｅｒ＋α３Ｐｌｅａｄｅｒ＋

α４Ｃｏｍｔｒｏｌａ＋ε （３）

因此，二值Ｌｏｇｉｔ模型为：

Ｌｏｄｉｔ＝Ｌｎ［Ｒ／（１－Ｒ）］＝α０ ＋α１Ｓｌｅａｄｅｒ＋

α２Ｍｌｅａｄｅｒ＋αｅＰｌｅａｄｅｒ＋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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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Ｓｌｅａｄｅｒ、Ｍｌｅａｄｅｒ、Ｐｌｅａｄｅｒ为解释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表示全部控制变量（见表２），αｉ为回归系
数（ｉ＝０－４），ε为随机误差项。

如前所述，由于控制变量中的慈善责任水平、经

济责任水平可能与被解释变量食品安全责任水平内

生相关，本研究采用伍德里奇的方法进行内生性检

验［３０］：首先，将Ｄｏｎａｒ对（４）式中的所有外生变量和
Ｄｏｎａｒ的工具变量（Ｄｏｎａｒｔ－１）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ＯＬＳ）并取得残差；其次，将该残差放回（４）式（其

中包括 Ｄｏｎａｒ）做 Ｌｏｇｉｔ回归检验其显著性，如果残
差系数β在统计上异于０，则接受 Ｄｏｎａｒ是内生的，

否则为外生，对 Ｒｏａ同样完成以上两步检验（工具

变量为Ｔａｘｒ）；最后，将这两组残差加入（４）式并用

似然比统计量（ＬＲ）检验其联合显著性，如果检验结
果在统计上显著异于０，则表明Ｄｏｎａｒ和Ｒｏａ中至少

有一个是内生变量。在上述整个检验过程中，采用

Ｗｈｉｔｅ方法控制了异方差的影响。检验结果为：Ｄｏ
ｎａｒ是内生的（残差 β＝４０．９０１，Ｐ＝０．０２３）；Ｒｏａ也

是内生的（残差 β＝４３．６００，Ｐ＝０．００８）；ＬＲ＝

２８．０７４，Ｐ＝０．００５。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ＩＶ）估

计（４）式更有效。
２．检验假设２－４的回归模型

设置以下模型检验中央领导人、部级领导人和

省市领导人视察对慈善责任水平的影响（假设２）、
对经济责任水平的影响（假设３）和对综合社会责任

水平的影响（假设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β０ ＋β１Ｓｌｅａｄｅｒ＋β２Ｍｌｅａｄｅｒ＋

β３Ｐｌｅａｄｅｒ＋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ｂ＋ω （５）

其中，Ｓｌｅａｄｅｒ、Ｍｌｅａｄｅｒ、Ｐｌｅａｄｅｒ为解释变量，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ｂ、βｉ（ｉ＝０－４）、ω分别为被解释变

量、全部控制变量（见表 ２）、回归系数和随机误差
项。

根据上述伍德里奇的内生性检验方法［３０］，当

（５）式具体化为检验假设２的模型时（被解释变量

为Ｄｏｎａｒ），控制变量中的 Ｒｏａ（残差 β＝－０．０１６，Ｐ

＝０．０４５）和Ｓａｆｅｔｙ（残差β＝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均是
内生的，Ｆ＝７．４７５，Ｐ＝０。当（５）式具体化为检验假

设３的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 Ｒｏａ），控制变量中的

Ｄｏｎａｒ（残差β＝３５．３５２，Ｐ＝０．０９９）和Ｓａｆｅｔｙ（残差β
＝０．００７，Ｐ＝０．０３８）均是内生的，Ｆ＝２．６４３，Ｐ＝

０．００８。可见，检验假设２和假设３采用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２ＳＬＳ）更有效。当（５）式具体化为检验假设

４的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 Ｃｓｐ），由于 Ｃｓｐ是采用
主成分分析对Ｓａｆｅｔｙ、Ｄｏｎａｒ和 Ｒｏａ的线性组合进行

计分的，如果再将这三个变量纳入模型（５）做回归，

则会导致完全共线性，因此无需控制 Ｓａｆｅｔｙ、Ｄｏｎａｒ
和Ｒｏａ对Ｃｓｐ的影响，进而无需做内生性检验和采

用２ＳＬＳ做回归。

（三）回归结果分析

检验假设１－４的回归结果如表２中的回归式

１－４所示。表２中最后一行列出了各回归式的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ＶＩＦ值）的最大
值，其值均远小于临界值１０，表明所有回归结果受

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回归式１中，左列为 Ｌｏｇｉｔ二值模型（ＢＩＮＡＲＹ）
的回归结果，右列为采用工具变量的Ｌｏｇｉｔ二值模型

（ＢＩＮＡＲＹ（ＩＶ））的回归结果。两者中各解释变量和

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从更有效的 ＢＩＮＡＲＹ（ＩＶ）回归结果来看，中央领导

人年均视察次数、部级领导人年均视察数次与食品

安全责任水平分别在 Ｐ＜０．０１、Ｐ＜０．１水平上正
相关，省市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与食品安全责任水

平在Ｐ＜０．０１水平上负相关。该结果接受了假设

１，表明中央和部级领导人视察对食品安全责任产生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省市领导人视察对食品安全

责任产生了消极的抑制作用。

根据ＢＩＮＡＲＹ（ＩＶ）的回归结果，按照前述（２）
式计算的保障食品安全责任的机会比率为：

Ｒ／（１－Ｒ）＝
ｅ－７．６１１＋１．２７Ｓｌｅａｄｅｒ＋０．８８５Ｍｌｅａｄｅｒ－０．８０７Ｐｌｅａｄｅｒ＋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
ｅ－７．６１１＋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３．０８５Ｓｌｅａｄｅｒ×２．４２２Ｍｌｅａｄｅｒ×０．４４６Ｐｌｅａｄｅｒ

（６）
由（６）式可见：中央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部级

领导人年均视察数次每增加一次，保障食品安全责

任的机会比率将分别提高约２０９％和１４２％；省市领

导人年均视察次数每增加一次，保障食品安全责任

的机会比率将降低约５４％。可见，中央、部级和省
市领导人视察对保障食品安全责任的边际效应绝对

值由强到弱，其比率约为４：３：１。

回归式２中，左列为 ＯＬＳ的回归结果，右列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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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领导人视察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与方法 回归式１ 回归式２ 回归式３ 回归式４
被解释变量 食品安全责任（Ｌｏｇｉｔ） 慈善责任（Ｄｏｎａｒ） 经济责任（Ｒｏａ） 综合责任（Ｃｓｐ）
方法 ＢＩＮＡＲＹ ＢＩＮＡＲＹ（ＩＶ）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常数项
－７．６５８
（０．２７５）

－７．６１１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３８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８９）

－０．２７８
（０．２６５）

－０．２９１
（０．２２１）

－０．３３０
（０．３００）

解释

变量

中央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

（Ｓｌｅａｄｅｒ）
０．９４６

（０．０１１）
１．１２７

（０．００３）
－９．５９Ｅ－０５
（０．２５２）

－２．４９Ｅ－０５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３８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部级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

（Ｍｌｅａｄｅｒ）
１．１６５

（０．００７）
０．８８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２
（０．８８７）

－０．００３
（０．７９０）

０．０２５
（０．１５５）

省市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

（Ｐｌｅａｄｅｒ）
－０．８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７

（０．００３）
－６．９４Ｅ－０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控制

变量

捐赠利润率（Ｄｏｎａｒ） －１０５３．１

（０．０１７）
－３．７６２
（０．７８６）

－６．２０２
（０．２９３）

－０．４１８

（０．０８２）

总资产报酬率（Ｒｏａ）
－２．３８９
（０．６２２）

－１．５８６
（０．２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５８）

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与否（Ｓａｆｅ
ｔ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８）

营业成本率（Ｃｏｓｔｒ）
－３．４５８
（０．１２３）

－１．６２０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０）

下属企业数（Ｓｕｂｏｒｄ）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６）
－１．２０Ｅ－０５
（０．４６１）

－１．９５Ｅ－０５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７３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６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７）

企业性质（Ｓｔａｔｅ）
０．３９９
（０．５５７）

０．４７１
（０．４６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４８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６７６）

－０．０２０
（０．２９６）

－０．０１５
（０．４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９６４）

公司规模（Ｓｉｚｅ）
０．９４８
（０．１８７）

０．７５６
（０．２６４）

９．５９Ｅ－０５
（０．６３１）

１．６０Ｅ－０５
（０．９３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９）

上市年数（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０５３
（０．４７１）

０．０６１
（０．４２６）

３．５４Ｅ－０５
（０．３７１）

２．５０Ｅ－０５
（０．４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５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３３５）

调整的Ｒ２ ０．２７１ ０．２３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０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７ ０．１７８

ＬＲ值 ２６．４９３

（０．００３）
２２．８２２

（０．０１１）

Ｆ值 ２．１１９

（０．０３５）
１．９３９

（０．０４１）
３．７８５

（０．０００）
４．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３．０２５

（０．００６）
ＶＩＦ最大值 １．６３５ １．６０６ １．７２９ １．２６８ １．７２７ ０．１９６ １．７３７

　注：括号内为Ｐ值；、、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显著水平；采用Ｗｈｉｔｅ方法控制了异方差的影响。

２ＳＬＳ的回归结果。两者均表明：中央领导人年均视

察次数与慈善责任水平不相关，部级领导人年均视

察数次与慈善责任水平在 Ｐ＜０．１水平上正相关，

但省市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与慈善责任水平在 Ｐ

＜０．０５水平上负相关。该结果表明部级领导人视

察对慈善责任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省市领导人视

察对慈善责任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部分地支持了

假设２。控制变量中，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与否、营业

成本率与慈善责任水平显著负相关，反映出发生过

质量或安全事件的食品企业为了改变其负面形象，

更趋向于加大捐赠额度；当年的营业利润状况是影

响食品企业捐赠决策的敏感因素，当年的营业利润

越高，捐赠额度越大。

回归式 ３中，ＯＬＳ和 ２ＳＬＳ的回归结果基本一

致，中央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部级领导人年均视察

数次与经济责任水平负相关但不显著，省市领导人

年均视察次数与经济责任水平在 Ｐ＜０．０５水平上

正相关，接受了假设３，即省市领导人视察对经济责

任水平的提升程度高于中央和部级领导人视察对经

济责任水平的提升程度，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地

方经济保护主义行为。控制变量中，质量安全事件

发生与否与经济责任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未发生

质量安全事件的食品企业的经济绩效比发生过质量

安全事件的食品企业差，反映了目前食品安全事件

的违法成本偏低，存在“违法利润”空间，“重典治

乱”确有必要；营业成本率与经济责任水平显著负

相关，表明企业为保障食品安全投入的成本越高，对

短期经济利益的消耗越大；公司规模与经济责任水

平显著正相关，反映出食品企业实施规模化整合和

产业化经营更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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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式４中，中央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与综合

社会责任水平在Ｐ＜０．０１水平上正相关，部级领导

人年均视察数次对综合社会责任水平无显著影响，

省市领导人年均视察次数与综合社会责任水平在 Ｐ

＜０．０１水平上负相关。表明中央、部级和省市领导

人对综合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４得到支持。该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中央、部级和省

市领导人对食品安全责任水平、慈善责任水平和经

济责任水平产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这也验证了回归式１－３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选取食品饮料业和农林牧渔业的７６家

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中央、部级和省市领导人视

察（年均视察次数）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责任、慈善责任、经济责任及

其综合社会责任四个方面，中央领导人视察对食品

安全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

对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影响不显著；部级领导人

视察对食品安全责任和慈善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对经济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省

市领导人视察对经济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

对食品安全责任、慈善责任和综合社会责任产生了

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反映了当前在食品企业

社会责任治理问题上，中央政府、部级机构与地方政

府的目标不一致：中央政府强调食品企业在保障食

品安全责任的前提下履行良好的综合社会责任，以

实现国家社会福利最大化；部级机构注重食品企业

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和慈善责任，追求食品产业的健

康发展和形象提升；部分地方政府以牺牲食品安全

责任和慈善责任为代价，放任当地食品企业片面追

求经济利益，具有地方经济保护主义动机。

本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我国党政领导人特别是中央和部级领导

人视察食品企业是一条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途径，

它通过非正式、非强制的方式激励和鞭策食品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治理成本低、作用时效长等优

点，有助于节省我国当前高昂的食品安全监管成本。

因此，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持续强化法律法规监管力

度的同时，应当加大党政领导人视察食品企业的频

率、广度和深度。

第二，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人视察制度，并与巡

视制度有机地结合实施，将视察范围由目前的大型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拓展到与民生安全、环

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

基层组织，以便及时、如实地发现并解决这些重大现

实问题。

第三，进一步落实２０１２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所提出的“食品安全和

地方政府政绩挂钩”的精神，将食品安全责任全面

纳入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体系并赋予与经济责

任相当的权重，以矫正部分地方政府忽视食品安全

责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地方经济保护主义行为。

第四，食品产业管理部门应当引导龙头食品企

业在保障食品安全责任的前提下进行产业化经营和

规模化整合，从食品供应链或企业集团层面实施社

会责任结构优化战略，科学配置对食品安全责任、经

济责任和慈善责任的投入结构，实现食品产业的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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